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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传记电影普遍具有叙述者讲述机制,叙述者多采用追忆式的回溯视角,使叙述声

音带有情感色彩和叙事张力。传记电影对叙述者的凸显与文学叙事接近,具有元叙事特征。大影

像师通过第三人称叙述者或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口发声,用腹语术传递叙事价值,对于建构传主身份

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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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者及其视点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和表现程

度能赋予文本以鲜明特征。传记电影通常采用画外

音旁白作为叙事手段,即让一个或多个人格化的叙

述者讲述传主的生平故事。叙述者的声音引导观众

去探寻传主的生活轨迹和深藏的人生动机,使传记

电影具备了元叙事特征。

  一、传记电影的叙述者回溯视角

传记电影以真实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为题材,
其宗旨在于建构传主身份。传主作为历史中的个

体,其一生所有行为轨迹造就其身份的总和,只有当

一切行动终止(通常意味着传主的死亡),这个终极

结果才得以显现。正如本雅明所言:“讲故事的人所

说的 一 切 均 得 到 死 亡 的 批 准,他 的 权 威 来 自 死

亡。”[1](P308)传记电影的叙述行为总是在被叙述事件

之后发生,被叙述内容属于事后追溯,因而在传主的

有生之年,无法自我预测,无法通过自我叙述来实现

自我建构,而必须依赖场外视角,即他者对传主的盖

棺论定。自传性叙述只是为传记提供原始素材,唯
有来自他人的传记性叙述才能建构传主的终极身

份,因而传记电影通常出于纪念目的为故者拍摄,为
生者拍摄的传记电影并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的英模传记片因注重时效性和社会传播价值,会
选择在世传主,如《袁隆平》《许海峰的枪》《郭明义》

等。此类影片是对传主已被公认的专业成就和道德

境界的重述和颂扬,建构的是其被剥离和提炼的这

一个身份,而不是能够呈现人的本质的身份的总和,
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性。

叙述者多采用追忆式的回溯性视角,使叙述声

音处于倒叙、追述的语态中,带有特殊的情感色彩。
叙述者站在当下回望过去的人生经历,形成了现在

与过去之间的叙事张力,介入了主观情绪和观念,成
为不可靠叙述者。如传记电影《大唐玄奘》以玄奘的

第一人称旁白贯穿始终。他在追述自己的出生时杂

糅了两种说法。一种是《西游记》中关于江流儿的传

说:“(母亲说)那年发大水,她把我放在一只木盆里,
顺流而下,她说担心从此再也见不到我了,不曾想,
我却漂进一家寺院,被一老僧救起,我从小就是一个

僧人。”一种是遵照史实的记载:“(虽然都说)是哥哥

把我带到寺院里。”随后,叙述者做出了一个非常主

观的判断:“我却宁愿相信母亲的说法,我是注定要

出家的。”历史人物玄奘与文学形象唐僧具有互文

性,而观众对唐僧更为熟悉。编导为迎合观众,授权

传主在自传性讲述中混淆史实与传说,以刻画其作

为宗教英雄和思乡游子的双重身份。“人类的回忆

总是受到极端的主观感知和选择以及回忆者当下的

行动需要的影响……人类最终回忆起的是他愿意或

者必须回忆的东西。”[2](P290)可见,回忆不是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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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原封不动的复制,而是与想象结合后,成为一种

主观的诗性的建构。回忆经过想象的修辞,创造了

另一种真实。“正是讲事实与虚构这截然相反的二

者扭结,才构成了自传话语的特征性张力。”[3](P182)

传记电影中的回忆,或表现为整体性的回溯框架,或
表现为片段性的闪回镜头,它们必然属于特定叙述

者的回溯性视角,其叙述话语在真诚性与不可靠性

区间内摇摆,形成了特殊的魅力。

  二、传记电影讲述机制的文学属性和元

叙事特征

  传记电影中讲故事的人以明现或隐匿的方式存

在。旁白是最清晰可辨的人格化叙述者,通常在传

记电影的序幕部分就会出现传主、亲历者或旁观者

的旁白。他(她)的声调和情绪为整部电影定下基

调,其口头讲述与传主的画面呈现相辅相成,再配以

说明性字幕,结合具有感染力的背景音乐,使作品带

有回忆的性质,赋予作品特殊的怀旧情调和文学化

色彩。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经典电影传统主张隐藏叙述

机制,让事件自我呈现。使用画外音被认为会降低

戏剧性效果,不能充分利用故事的视觉资源。查理

曼曾分析其原因后指出:“小说一直用外部声音进行

叙述。文字媒介的惟文字性使异故事叙事角色能够

直接对‘读者’讲话,形成从疏远到严肃到亲近的各

种关系……而电影观众不受控制……视觉形象的逼

真性起着支配作用……电影中的语言无论是说出的

还是写出的(如字幕),通常都处于第二小提琴的位

置。”[4](P218)视听媒介特质决定了电影中的视觉呈现

往往比语言表述更具权威性和真实性。正因为画外

音叙述机制被认为太文学化和缺乏电影特点,不为

一般电影所采用,却成为传记电影的鲜明标志。
法国电影理论家阿尔贝·拉费1964年出版的

《电影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即叙事是

由一个画面操纵者,一个大影像师安排的。大影像

师是指操作画面的机制,它是一个不可见的叙事策

源地,并非指某个具体的人物。“影片叙事的基本机

制不是单一性的,因为电影混含多种表现材料,在
这样的视角下,我们提出一种模式,即基本叙述者、
影片叙事交流的负责人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机制,它
操作各种各样的影片表现材料,对其作出安排,组织

其叙述方式,指定其活动策略,以此向观众提供各种

叙事信息。”[5](P72)麦茨也认为:“一个影像的存在本

身表明它是经过某些叙述人理性的选择与安排的,

无论那是导演的、作为语言客体的电影本身的,还是

一种处于影片背后某处的‘潜在语言焦点’的理性。
观者在翻阅一本事先安排好的画册,可是翻转每一

页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某些‘司仪’,一些‘伟大的影

像制作者’。”[6](P14)大影像师是一个叙事框架,人格

化的叙述者在其委托下进行代理叙述,成为明现叙

述者。当一部影片选择一位或几位叙述者作为代理

人时,就代表了某种叙述视角。
在叙述者问题上,传记电影采取的叙事手法与

文学叙事更接近,表现为叙述者的凸显,即带有元叙

事的特征。元叙事是关于叙事的叙事,一种自我意

识的叙事。这种叙事方式具有“反叙述倾向,就是尽

可能使叙述的人为性暴露出来,不是用自然化来擦

抹叙 述 程 式,而 是 有 意 把 叙 述 行 为 作 为 叙 述 对

象”[7](P231~232)。正如赵毅衡所言:“(元意识)肯定叙

述的人造性和假设性,从而把控制叙述的诸种深层

规律———叙述程式、前文本、互文性价值体系与释读

体系———拉到表层来,暴露之,利用之,把傀儡系的

全套牵线板子都推到前台,对叙述机制来个彻底的

露迹。”[8](P290~291)

  三、中国传记电影的叙述者形态与传主

身份建构

  在元叙事中,声音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传

记电影在总体上呈现追述的叙述视角,大影像师通

过第三人称叙述者或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口发声,用
腹语术传达叙事价值,代理叙述者与传主的距离,决
定了对待传主的态度,在建构传主身份方面呈现了

不同的特点。
(一)第三人称叙述者

第三人称叙述者不在故事之内,他(她)以局外

人的身份讲述传主的故事,其叙事属于热奈特所划

分的异故事叙事。编导赋予他(她)极大的自由和绝

对的权力去评判是非曲直,替编导陈述价值立场,是
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

如《毕昇》《张衡》《李冰》《华佗与曹操》等一批拍

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古代知识分子立传的人

文类传记片,就普遍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中说书人

的开场方式来引导和规训观众。男性叙述者的嗓音

厚重深沉,就像一位博物馆讲解员,为观众开启尘封

的历史。如《张衡》的开场白:
天路渺渺,地阔无垠,早自洪荒远古,中华

民族的智者就去叩动天门和探测地心。我国东

汉时代的大思想家和科学巨人张衡便是其中一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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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杰出的精英。他在天文、地理、数学、历法、机
械、文史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

里所回忆的是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的故事,请

历史老人让逝川倒流,把我们带回到一千八百

年前。
叙述者在貌似平实客观的讲述中,突出了历史

的久远、文明的灿烂、传主的功绩,体现了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旨在向观众传递历史文化价值。这与20
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尊重科学的时代思潮是高度

一致的。
叙述者理性与感性的分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

响。比如电影《二泉映月》(1979)讲述了民间音乐家

阿炳在旧社会的悲惨人生。其悲苦的人生遭遇成为

他创作的源泉,他的音乐诉说了劳苦大众的心声。
影片开头出现如泣如诉的二胡曲《二泉映月》,一个

男性叙述者的旁白开始饱含深情地讲述阿炳的故

事。他的第一段旁白就将音乐和阿炳的人生联系起

来:“那音调像是对美好生活的想往,又像是在倾吐

心酸痛苦的遭遇,和对黑暗旧世界的怨恨控诉。”随
后阿炳的每一段人生经历和重要人生转折都会有旁

白加以介绍。在叙事功能上,旁白完成了叙事的跳

跃和连缀,有效缩短了叙事时间。更重要的是,旁白

富有悲悯的叙事伦理倾向。其中阿炳失明是全剧最

黑暗的时刻,伴着悲愤的乐曲声,影片出现了一段情

绪最饱满的旁白:
阿炳遭到毒打,琴妹又不知下落。他焦急,

他气愤,他悲伤,他恼恨,这意外的打击和精神

上的强刺激,使他的双目突然失明。
“天地怎么这么黑,世界怎么这么黑!”(阿

炳独白)
阿炳瞎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生活比以

前更加悲惨艰难,可是他眼睛虽然瞎了,更加看

清了这个人吃人的黑暗世界,他只有用他的艺

术来抒发心头的感情。回忆往事,那吃人社会

的恶势力,使人民沉沦在苦难之中,这怎么不激

起阿炳心底强烈的回响。听着那清澈的泉水

声,他仿佛听到了人民大众凄婉的叹息,又仿佛

听到了人民大众呜咽的哭诉。明月呀,你能照

亮惠山的葱林泉水,可能够把祖国河山照得无

限美好光明。
编导通过这一段旁白,加上音乐的渲染,把影片

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对阿炳给予了无限同情,鞭挞了

旧社会的吃人本质。观众很容易被情绪感染,对阿

炳产生认同。叙述中的评论,布斯称为作者干预,因

为作者是通过叙述者发声,又可称为叙述者干预。
电影中编导的价值观正是通过现身或献声的叙述者

传达。其评论不仅提供关于传主生平的背景知识,
具有认知功能,更主要的是与观众有着道德判断上

的呼应,具有伦理价值。中国传记电影中的第三人

称叙述者与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类史官与说书人

叙述者有着密切关联。同样,影片《林则徐》(1959)
开头和结尾的两处第三人称旁白起到了告知历史背

景,总结历史教训的史论作用,在首尾呼应的叙述框

架所构建的历史语境中,传主的功过是非得以裁定。
《雷锋之歌》(1979)中的男性叙述者是故事的局

外人,他的旁白频频突出了“你”这个称谓。“你”所
指代的到底是谁? 序幕中的画面是雷锋背着生病的

小孩急匆匆地沿着马路奔向医院,背景音乐是乐观

向上的民族器乐合奏,而富有人生启示的旁白使这

段生活场景具有了哲理意味: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条路,每个人都要度过

自己的一生,革命人啊,哪条道路能引你走上最

壮丽的人生。
“你”所指代的革命人,既是画面中正在为人民

服务的雷锋,也是银幕前正在观影的群众。画面中

的雷锋是革命人的象征符号,编导通过叙述者的声

音铆定了画面意义,明确直白地询唤观众。同样,影
片结尾的旁白引述了《雷锋日记》中的话: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牢固地拧

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雷锋啊,我想问你,你为我

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你为未来贡献了什么?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

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之中去。
此处的“你”指代雷锋,“我”指代影片编导及其

代理叙述者和所有在场的观众,在第三人称的总体

叙述框架下,突出了你—我关系,形成了主体间的对

话。这种带有宣告性、鼓动性和针对性的讲演式旁

白,类似于在文献纪录片中的解说词。叙述者的声

音庄重严肃,字正腔圆,内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总

结性,因而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
(二)第一人称叙述者

从他者到我者叙述,表现了从主流话语向个人

话语,从强权话语到自发话语的转向。第一人称叙

述者与传主的关系更为紧密,具有切身性和亲历性。
马克·柯里这样解释:“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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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在

小说中,这种信息通过叙述者而获得。信息既可以

源于叙述者的可靠叙述,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接进入

人物的内心世界去获得”([9]P23),“从技术角度来讲,
同情的产生和控制是通过进入人物内心及与人物距

离的远近调节来实现的”[9](P26)。传记电影借鉴了小

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能更好地邀请观众潜入传主

内心,达到价值认同。
传记电影中的我者叙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

是叙述者是传主生平的见证人,比如亲人、同事、朋
友等。见证人可以作为剧中角色出现,也可以不现

身,这类影片可视为侧传。另一种是叙述者就是传

主自己,是一种自传性叙述。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大
都采取追忆视角,叙述人“我”是以一种新眼光,带着

阅读般的兴趣,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追述往事,回忆

身世。这样又使得第一人称画外的“我”者叙述,带
有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所惯用的概括性解说与议论的

叙述特色。
其一,侧传性叙述。《相伴永远》(2001)是李富

春和蔡畅这对革命伉俪的合传。影片以孙女的口吻

追述老奶奶和老爷爷的故事。序幕中首先出现了一

副油画,画中是革命者的群像。少女的旁白与画面

同步出现,她就像一个好客的主人,带领参观者进入

传主的生活时空:
这幅油画一直就挂在我们家的客厅里,奶

奶特别地珍惜它。奶奶对我说:如果没有这些

人就没有新中国。你看,这就是我的老爷爷和

老奶奶,李富春和蔡畅。一对同年同月生的革

命夫妻,他们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呢,真的是好浪漫

好浪漫哟……
旁白非常口语化,如话家常。其中的“你看”,正

是对观众的引导,期待观众的瞩目,形成叙述者与观

众的互动交流。“好浪漫”则是孙女对老一辈革命爱

情的评价,充满了向往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也在召唤

着观众的认同。随后她的旁白逐渐转化成画中人物

的行动,如同播放幻灯片,对传主的行为轨迹进行阐

释和注解。
《我的母亲赵一曼》(2005)也是从赵一曼儿子深

情的讲述开始的:
我的母亲赵一曼,出生于四川,长眠于东

北。关于母亲,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叙述,但在这

里,我所要讲述的是属于一个儿子的母亲。它

可能不是母亲历史的全部,却是母亲历史中最

冰天雪地的段落,是母亲留个一个儿子的心灵

史,让我 从 一 个 黑 暗 的 夜 晚 讲 起 吧,时 间 时

1931年9月8日,地点是沈阳北大营。
旁白交代了叙述者和传主的关系,概括了传主

的生平经历。强调其身份不是一个被公众认知和传

颂的革命者,而是一位母亲,因此影片将要表现的是

一段私人化、心灵化的影像传记。这是开篇对观众

的召唤和暗示。旁白是一个青年男性的声音(靳东

旁白)。在影片中,成年儿子从未现身,儿子的形象

只存在于一张黑白照片———他只有两岁,被母亲抱

在怀里。这张母子合影成为重要的通灵媒介,母与

子借助它完成了隔空对话。母亲独自对着照片上的

儿子说:“宁儿,妈妈好想你。”处于另一个时空叙述

层的青年儿子画外音马上越轨回应:“我也想你,妈
妈。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和妈妈一刻也没有分

离过。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妈妈的呼唤。”这是

一种主观情绪的表达。贯穿全剧的旁白中,只有零

星对时代背景和事件进展的叙述,更多的是大段的

主观回忆和猜想,诸如:
妈妈,我在你心里吗? 你带着我经历过这

些岁月吗?
作为儿子,我知道母亲的疼痛。
妈妈,你深情的目光是全世界最温暖的母

性之光。
画外音达到了强烈的抒情效果,使整部剧如同

一首赞美诗。对比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传记影片

《赵一曼》,就会发现叙述者视角和情感表达的变化。
《赵一曼》中只有一处男性第三人称旁白,并伴随字

幕滚动:“在赵尚志的游击区活动,已经过了一年。”
语言文字纯客观地介绍故事背景,省略叙事时间,以
说明在革命方针变动下,赵一曼领导工人运动从城

市转移到了农村。男声旁白没有流露一丝感情,机
械得像一台自动语音识别器,只负责将字幕上的文

字转换成语音。《赵一曼》中的叙述者是权威话语的

代理人,讲述的目的是彰显赵一曼的革命事业,必然

要保证向观众输出整体性﹑一元化的革命政治史。
十七年时期的传记电影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垄断,
过滤和舍弃了真实而生动的人生世相,使原本丰富

复杂的人性变得单一而僵硬。
考察新世纪以来传记电影中叙述者声音的变化

趋势,就会发现:长期被遮蔽的小写历史被推向前

台,取代了宏大历史的专制和霸权地位。如影片《我
最好的朋友江竹筠》(2012)也采取了与《我的母亲赵

一曼》一样的修辞手段,本片以江竹筠的生前挚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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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立老人的回忆为视点,将革命者江姐还原成少女

江竹筠,讲述她从年少懵懂到产生革命信仰,经历爱

情,建立家庭的人生历程。后现代语境中的史学(包
括传记学)倡导公众按照自己的意愿以不同的中心

充当历史叙述的主题,并没有哪一种历史叙述就是

唯一正确的权威,应当尊重历史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在堂而皇之的正史之外,更应注重发掘野史、稗史、
家族史、个人史等非官方的私密化的史料,释放那些

被湮没和被边缘化的历史真相。将过去所谓单线、
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从而撕开

权威意识形态话语的遮蔽,消解历史决定论的思想

体系,立体性地展现传主的魅力。
其二,自传性叙述。第一人称的自我回顾视角

叙述可视为自传性叙述。自传是“一个实有之人以

自己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后视性叙事,它
强 调 作 者 的 个 人 生 活,尤 其 是 其 人 格 的 历

史”[10](P101)。勒热纳认为:“自传写作,就是一种自我

建构的努力,这一意义要远远大于认识自我。自传

不要揭示一种历史的真相,而是要呈现一种内在的

真相,它所追求的是意义和统一性,而不是资料和详

尽……自传完全真实地展现了一切人格的自我塑造

过 程 以 及 作 者 重 温 历 史、将 其 化 为 神 话 的 方

式。”[10](P77)自传是传主对自我人生旅程的回顾,并
通过回顾与重述,确认自我身份归属。

采用自传性叙述的传记电影可视为自传电影。
例如《我的法兰西岁月》(2004)从片名就显现出自传

性。故事始于1975年,老年邓小平在飞往法国的飞

机上对50年前那段留法岁月的回忆,画面伴随老年

邓小平的旁白:“那时候我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
影片结束于飞机降落于戴高乐机场,邓小平再次踏

上这片国土,受到热烈欢迎。这也印证了他50年前

与法国的约定:“总有一天,法国人民和政府会铺着

红地毯,欢迎中国的友好使者,重访这个美丽的国

家。”全剧通过传主的自述,首尾相扣,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叙述框架,呈现了职业革命家的成长历程。
再比如影片《柳如是》(2012)的开头是一段传主

的旁白自述:“作为一个女人我生错了时代,但恰恰

我又生对了时代。应该说我人生的起点,就在这个

叫做归家院的地方。”娓娓道来的抒情语调,将一个

风尘女子的身世命运嵌入一个动荡的时代中,通过

一连串唯美的蒙太奇画面浓缩了她的前半生。影片

结尾还是以她的口吻,对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做了一

个总结: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自从

赤条条地被抛入红尘,经历了那么多人那么多

事,那么多岔路口,那么多无奈,我才明白,我们

永远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事。
原来,我用尽一生的时间,只为擦尽六根所沾染

的尘灰,只为心无挂碍,重返宁静。
随着旁白的声音,画面呈现了柳如是人生各个

阶段的背影,她缓缓走向回廊、青石巷的深处,似乎

在返回人生的起点,影片构成了首尾呼应的圆形叙

事结构,整体风格如同散文诗和回忆录。
同样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的传记电

影,《一轮明月》(2004)全片伴随传主李叔同的旁白,
直接讲述他的人生经历,剖析他的内心世界,并且随

着他从风流才子到一代高僧的人生转变,旁白的内

涵也越来越富有禅意。影片采用首尾呼应的结构:
片首是幼年的李叔同在豪门深宅中打陀螺,片尾则

是形容枯槁的大德高僧路过灯火阑珊的石桥时,看
见一个孩童也在打陀螺,听到孩子的母亲正叫着“三
郎,回家吃饭”。因李叔同的乳名也叫三郎,也有一

个疼爱他的温柔贤淑的母亲。这个旋转的陀螺又将

他的思绪带回出生时的庭院,在人生的暮年回首过

往,可谓悲欣交集,让观众在欣赏完全片,了解传主

的传奇人生和思想境界之后,才能体会出影片序幕

第一段旁白的意味:“岁月荏苒,如梦似幻,人生一

世,只在呼吸之间。”同样,王家卫的《一代宗师》
(2012)也贯穿着叶问的自述,在平实之中充满了对

人生的深刻领悟:
一条腰带一口气。我一生经历光绪、宣统、

民国、北伐、抗日、内战,最后来到香港。能够坚

持下来,凭的就是这句话。
有人说,咏春因我而起,因我而收。我但愿

他们是对的。我一辈子没挂过招牌,对我而言,
武术是大同的,千拳归一路。到头来,就两个

字:一横一竖。
开启自述模式往往需要一个合理的契机来开启

记忆的闸门,传记电影往往采取传主翻看日记、照片

或旧物、书写回忆录、接受记者采访、接受公职人员

质询等叙述框架,随即“将叙述者在言语层次上用倒

叙所讲述的事件与有关的视觉表现相结合”[5](P147)。
比如《走出非洲》是老年传主翻看小说回忆往事,《卓
别林》《胡佛传》借助撰写回忆录的框架回溯传主生

平,《第一夫人》设定了传主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
《风雨哈佛路》则是传主接受入学面试时对自己的家

庭生活和成长轨迹的陈述。这种手法在中国传记电

影中也很常见,比如讲述瞿秋白和杨之华革命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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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片《秋之白华》(2011),以杨之华编著的回忆录

《回忆秋白》这本书的翻动作为序幕,随着封面和扉

页缓缓打开,出现二人的合影,以及秋之白华的印

章,并化作片名,意蕴深远。《袁隆平》(2009)设定袁

隆平接受西方女记者采访的叙述框架,他讲述自己

的经历和理想,并与结尾处袁隆平本人出场接受采

访形成呼应。《毒·诫》(2017)第一幕便是黑帮大佬

茅趸华改邪归正后参与“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评

选,全片以他向审核官讲述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作

为叙述机制。

  四、结语

随着中国传记电影叙述者讲述机制的不断创新

演化,更多大影像师尝试突破单一叙述者的局限,通
过多个叙述者的视角转换完成对传主多重身份的建

构。如《蒋筑英》分别从传主的妻子、儿女、父亲、同
事和学生的视角展开叙述;《秋之白华》采取两个传

主第一人称轮流叙述的方式,突出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爱情主题;《昨天》以采访的形式进行段落式

讲述,借不同人物的视点,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

建构传主身份,再现了贾宏声真实而又迷乱的内心

世界,具有后现代主义影片拼贴式的特点;《黄金时

代》参与讲述的叙述者多达14人,他们的声音敞开

了萧红不同的人生面向。

传记电影对传主身份的塑造离不开他者视角,
单一视角会造成片面独断的印象,多重视角更能真

实还原人物,充分体现传主与他人的社会关联,使传

主的身份更具真实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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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or’sNarrativeMechanismandBiographee’s
IdentityConstructionofChineseBiographical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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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biographicalfilmsgenerallyhaveanarrator’snarrativemechanism,andthenarrator
usuallyadoptsaretrospectiveperspectiveof“recall”,whichmakesthenarrativesoundwithemotionalcolor
andnarrativetension.Theprominenceofthenarratorinbiopicfilmsissimilartothatofliterarynarratives
andhasthecharacteristicsofmeta-narration.Thegreatimagetechnicianusesventriloquismtoconveythe
narrativevaluethroughthevoiceofthethirdpersonorthefirstpersonnarrator,whichplaysanimportant
roleinconstructingtheidentityofthebiograp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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